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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住房金融化和世代不平等日渐加剧的背景下，论文探讨了当
前中国城市青年住房状况及其制度成因。基于ＣＨＦ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数据的分析
发现，相比于非青年，大龄青年人均住房面积劣势已经从３平米扩大到了９平
米；同时，低龄青年的面积劣势也开始显现。大约６０％的代际差距归因于房价
增速超过收入增速的市场因素。大部分家庭参与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青年住房补
偿之中，提供首付的家庭比例在２０年间从９％上升到了５３％，但是“天花板效
应”已经出现。保障房形式以及自建扩建和小产权房等住房再分配形式发挥了
重要的缓解作用，但仅能补偿６ ５％的代际差距。研究结果提醒，应更加关注房
价过快上涨下，大龄青年群体的住房困难；更充分发挥保障房、自建扩建等正
式与非正式住房的保障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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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离巢独立居住，是青年走向成年的关键一步。但是，在今天全球住房金融
化不断推进、世代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全世界的青年都面临着前所
未有的住房问题（Ｆｏｒｒｅｓｔ ＆ Ｙｉｐ，２０１２；Ｇｒｅｅｎ，２０１７），“离巢难”“租房世代”
（ＭｃＫｅｅ，２０１２）等成为普遍现象。对住房问题的不满，已经引发了从特拉维夫
的“帐篷革命”（Ｋｅｒｓｈｎｅ，２０１１），到都柏林的“ｒａｉｓｅ ｔｈｅ ｒｏｏｆ”（可译作“怒发
冲冠”）运动（Ｂｙｒｎｅ，２０１８），再到荷兰街头的抗议（Ｐｅｏｐｌｅｓ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２０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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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纷纷出台专门针对青年的住房计划（Ｙｕ，２０１９）。
在中国，青年住房问题直到最近才成为一个显著的公共政策议题。２０２１年，

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青年人”列为住房政策群体。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２１〕２２号）正式推出了保障性
租赁住房这一新形式，专门用于“解决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
房困难问题”。在现实中，关于买房难甚至租房难的讨论、三孩政策的遇冷等，
均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高房价面前青年人的困境。

但是，对于中国城市青年住房目前究竟处于什么状况，学界看法并不一致。
一方面，我国从１９７８年开始实行住房市场化改革，不但逐步确立了市场在住房
分配中的主导地位，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政府只扮演拾遗补缺作用的自由主义
住房福利模式（朱亚鹏，２００８ａ）。随着住房商品化和住房金融化程度的不断加
深、住房价格的持续上涨，中国城市青年住房趋同于全球趋势而陷入困境似乎
在所难免。另一方面，我国从金融危机前后就开始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及其体
系重构———学者们正是据此指出，自由主义的住房福利模式已经发生转向（如
Ｚｈｏｕ ＆ Ｒ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７）。党的十九大后，住房体系目标又进一步调整到“房住不
炒、住有所居”上来，房价调控、租购并举、保障房建设等措施多管齐下。由
于这些再分配措施的强化，再加上住房福利的再家庭化———儒家文化强大的家
庭传统被高房价调动了起来，“六个荷包买房”成为普遍现象———青年住房状况
不会太差。

只有系统的实证研究才能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正拟填补这一空缺。本文将
围绕以下两个问题展开。一是中国城市青年住房状况及其变化趋势，即青年住
房是否居于劣势，且有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在过去２０年里，我国城镇住房条
件得到持续改善，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人均建筑面积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
间已经从３１ ６平米上升到３９ ８平米。因此，关注青年相对于父辈（非青年）
住房状况的改善抑或差距扩大更具现实意义。二是市场、家庭和再分配的作用，
即它们是有效遏制还是扩大了这种差距？

文章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在初步界定“青年住房问
题”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住房福利模式变迁探讨了市场、家庭和再分配的作用，
并引出相关假设。第三部分是数据和方法。即使用既有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ＣＨＦＳ）数据（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主要采用逐步回归方法，分析了中国城市青
年住房状况、变化趋势，以及市场、家庭和再分配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第四部
分汇报相关研究发现。第五部分是结论和讨论。

·９１·

中国城市青年住房：代际差距扩大及影响机制◆



二、文献综述

（一）青年住房问题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住房问题首先表现为穷人支付能力与昂贵的房价／租金

之间的鸿沟所造成的住房负担问题，以及人们为了减轻这一负担，选择稳定性
更差的住房保有形式，或降低对住房质量（及其公共服务）的要求而导致的住
房稳定保有和住房条件问题。

但是，今天的住房问题已经显著地转移到了青年人身上。它不再是一个单
纯的收入问题，还是一个源自于子辈和父辈之间住房机会不平等的世代问题。
在全球化影响日渐加深的背景下，与幸运的婴儿潮世代（１９４６—１９６４年）或Ｘ
世代（１９６５—１９８０年）相比，更年轻的Ｙ世代（１９８０—１９９６年，即千禧一代）
和Ｚ世代在工作的稳定性、教育投资回报、福利国家政策覆盖、家庭资产积累
等方面的机会全面下降（Ｇｒｅｅｎ，２０１７）。住房在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父
辈一代在房价尚低时早早买了房，然后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导致债务大幅缩水
的）通货膨胀中轻松还清了贷款。那些没有能力在市场上买房的，也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改革中购买了折价出售的公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他
们都在由住房商品化、金融化推动的房价快速上涨中积累了可观的住房财富，
并以此为抵押进一步借贷以增加投资、消费支出。但是，正是这为父辈带来巨
大财富积累的高房价，成为青年一代产权自有难以逾越的鸿沟。英国一位２５—
３４岁的年轻人，１９８９年住房自有的概率为５１％，到２００６和２０１６年已经分别下
降到了３９％和２５％———正好分别对应婴儿潮、Ｘ和Ｙ世代（Ｃｏｒｌｅｔｔ ＆ Ｏｄａｍｔｔｅｎ，
２０２１）。

这对青年人的居住安排产生重要影响。年轻人走向成年的一个显著性标志，
是离开父母的巢窠独立居住（Ｊｏｎｅｓ，１９９５），以往这通常依循“离巢—独自租
房—买房”的住房阶梯展开。但是今天这一住房阶梯不再清晰。首先是“离巢
难”。青年离家的年龄已经从２０岁出头延迟到了３０岁左右；离巢的过程也不再
清晰、线性，而是在不断的“离巢”“回巢”往复中，年轻人成为“回力棒
（ｂｏｏｍｅｒａｎｇ）青年”（Ｂｅ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这里固然有青年人求学时间延长、自
主性增强等文化、制度变迁因素的影响（Ｆｏｒｒｅｓｔ ＆ Ｙｉｐ，２０１２），但是住房可负
担性的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香港地区６０％的大龄青年（３０—３５岁）栖
居父母檐下（Ｌｉ，２０１４），究其原因，多数因为没有其他负担得起的选项
（Ｆｏｒｒｅｓｔ ＆ Ｘｉａｎ，２０１８）。其次是合住比例的上升。年轻人即便离家，也多未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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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居，或者与其他非家庭成员（亲戚、朋友或者陌生人）合住。针对欧洲的研
究发现，租赁住房的可负担性越低，青年合住的比例就越高，合住成为青年人
在保持部分自主性的同时，持续获得社会支持的一种重要居住安排（Ａｒｕｎｄｅｌ ＆
Ｒ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６）。最后是“租房世代”的出现。住房自有率的下降、社会住房机
会的减少，使得私人市场租赁成为仅剩的选择。但是私人租赁在保有的稳定性、
住房的可负担性以及住房条件等方面都更差。如英国中位居住时间，自有住房
７ １年，社会租赁７ ８年，私人租赁１ ７年（Ｄｏｒｌｉｎｇ，２０１４）。伦敦租户每星期
要将收入的４０％交给私人房东，支出比例远远高于贷款买房者的２２％和社会住
房租户的３０％ （ＭＨＣＬＧ，２０２０）。在住房条件方面，英格兰４５％的私人租赁住
房不符合“体面的家”的标准（ＤＣＬＧ，２００９）。这些深陷于私人租赁的青年人
被称为“租房世代”（ＭｃＫｅｅ，２０１２）。

（二）市场、家庭和再分配
１ ． 市场与高房价
中国虽然从计划经济转轨而来，但是１９７８年改革开放后迅速融入了全球

化、市场化的大潮，住房市场化改革也随之启动。首先，随着１９９８年停止实物
分房、剩余公房折价出售，２００３年确立房地产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商品房为
住房主要来源形式之后，市场在住房分配中的主导地位正式确立。基于２００２年
的数据已经发现，市场而非单位、干部身份等再分配因素（户口除外）成为住
房面积的主要预测变量（Ｓｏｎｇ ＆ Ｘｉｅ，２０１４）。其次，进一步形成了“私营市场
发挥着主导性的作用，个人与家庭承担着主要的责任，而政府仅仅扮演着拾遗
补缺的角色”的自由主义住房福利模式（朱亚鹏，２００８ａ：９７）。这一模式的突
出特征是最小化政府保障。但是这显然并非福利扩张的边界受到新教工作伦理
的约束所致（像在美国那样），而是出于中国发展型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朱亚
鹏，２００８ｂ；Ｗａｎｇ ＆ Ｍｕｒｒｉｅ，２０１１）———因此又被称为“带有生产主义特征的自
由主义模式”（Ｚｈｏｕ ＆ Ｒ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７）。最后是住房金融化的发展。住房产权的
金融化通常是指货币供给方通过放松管制，推动住房抵押贷款规模上升（包括
次贷扩张）以及证券化（Ｗｉｊｂｕｒｇ ＆ Ａａｌｂｅｒｓ，２０１７）。但是在中国，它主要表现
为通过鼓励业主将自有住房转变为家庭金融资产来不断扩张需求，从而为中国
更广泛的经济金融化提供支撑（Ｗ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其结果是住房价格及个人债
务水平的持续走高。

世纪之交以来，中国住房价格持续上涨。以２００６年第一、二季度为基准，
２０１６年主要城市住房同质价格指数分别为：深圳７３６％，上海５２６％，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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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０％，天津４３１％，武汉３６２％，成都２４７％，西安２４７％，大连２３３％ ①。高
房价对年轻人的支付能力造成很大压力（Ｚｈｕ，２０１２）。随着“蚁族” （廉思，
２００９）、“鼠族”、蜗居、群租等现象的出现，“城市青年住房问题及其相关现象
在新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风笑天，２０１１）。今天，大城
市青年住房困难进一步加剧。由此得出假设１：市场价格上涨因素导致青年住房
劣势加深、代际差距扩大。
２ ． “啃老”与福利家庭化
但是，有限的实证研究显示，这一阶段的青年住房状况不但没有变差，反

而有所改善。方长春（２０１８）对比了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０３年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ＣＧＳＳ）数据后发现：已婚、未婚青年住房自有率均呈上升趋势，居住父母房
子的比例基本持平，租借其他住房的比例下降，与国外趋势均相反。此外，已
婚青年的人均住房面积从２３ ９平米上升到了２９ １平米，未婚青年从２６平米上
升到了３７ ９平米，与我国城市住房条件改善的整体状况一致。

方长春推断这一现象可能是“啃老”的结果。青年个人支付能力与市场价
格之间缺口的日益扩大，将家庭的福利功能调动起来，使之成为重要、灵活的
福利来源之一（Ｉｚｕｈａｒａ ＆ Ｆｏｒｒｅｓｔ，２０１２）。随着住房供给方式从国家再分配向市
场转型，家庭成为青年获取住房所有权的重要支撑（吴开泽、魏万青，２０１８；
Ｃｕ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六个荷包买房”即为其突出形式。相比之下，英国父母支
持买房的比例只有１２％ （Ｐｉｃｋｖａｎｃｅ ＆ Ｐｉｃｋｖａｎｃｅ，１９９５），所以允许“晚离巢”
可能是他们更主要的支持方式。不仅如此，中国青年住房产权的获取越来越依
赖父母的经济资源而非自身经济状况，这一点早已为先赋后致的分层研究所发
现（杜本峰、黄剑，２０１４；王先柱、王敏，２０１８）。研究发现，有父母经济支
持的青年获取住房所有权的概率是没有该支持的青年的三倍（Ｙｕ，２０２１）。

但是家庭支持功能不可能随市场房价无限扩张，它终将遭遇“天花板”而
趋向一个常量。因此，得出假设２：家庭支持有助于改善青年住房条件，有效遏
制代际差距扩大，但是会遭遇“天花板”效应。
３ ． 再分配的平抑作用
更大的平抑机制可能来自再分配。２００７年，国务院出台《关于解决城市低

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若干意见》，开始大规模的保障房建设及其制度重构，如在
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之外设立覆盖范围更广的公租房制度，“十二五”期间开工
建设３６００万套保障房，等等。学者们正是据此认为：自由主义模式已经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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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模式转向（Ｚｈｏｕ ＆ Ｒ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７）；生产主义已经向发展主义转向（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后两者的区别是，生产主义强调社会政策对经济发展的从属性，
发展主义强调两者的兼容性（Ｍｉｄｇｌｅｙ ＆ Ｔａｎｇ，２００１）。但是，亦有学者从一开
始就质疑：中央、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并未根本改变，何来转向（Ｈｕａｎｇ，
２０１２）？对３６００万套保障房政策的出台背景、执行过程及其实施结果进行深入
分析后发现，生产主义原则始终发挥着作用（马秀莲，２０１７）。对４０个大城市
公租房准入标准的分析显示，（基于社会权利的）本地人的大众化和（基于生产
主义的）外地人的剩余化模式并存，中国总体上仍是自由主义福利模式（马秀
莲、范翻，２０２０）。

有必要指出的是，住房再分配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保障房，而应将福利
公房、保障房、规划安置房、自建房／小产权房等一系列带有再分配性质的住房
形式均纳入进来（马秀莲、韩君实，２０２２）。１９９８年以前，我国实行福利公房
制度，这是一种基于政治资本的住房再分配形式。１９９８年停止实物分房后，我
国陆续建立了廉租房（１９９８年）、经济适用房（２００３年）、公租房（２０１０年）
等保障房形式，它们均属于对市场失利者进行救济式补偿的福利国家再分配形
式。此外，政府还广泛介入城市空间的扩张、改造过程，包括在城市外部采用
征地拆迁、旧村改造等增量改造形式，在城市内部采用旨在消除其破败空间的
棚改、旧改等存量更新形式。这些不乏市场机制的扩张、改造过程产生了一系
列与政府的规划、安置权力密切相关的住房提供，可以统称为“规划安置房”。
它们后来被纳入了棚改范畴，与保障房一起被称为“保障性安居工程”。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年大规模实施保障性安居工程以来，全国累计开工建设７０００多万套保障性
住房，其中棚改占６５％；而在１９９４—２００７年间建设的１０００多万套保障性住房
中，棚改只占１５％ （祝君壁，２０１９）。此外，基于国有／集体土地双轨制的小产
权房以及大量（与商品房开发模式迥异的）居民自建房，也可视作为与再分配
制度密切相关的住房提供，它们在为农村户籍人口提供廉价居所方面扮演了重
要作用（马秀莲、韩君实，２０２２）。

正是这一系列显著低于市场价格的住房再分配形式，有效减轻了市场对个
人和家庭所造成的压力。由此得出假设３：再分配作用的持续扩大将有效改善青
年住房条件，缩小代际差距。

三、数据和方法

（一）数据
本研究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ｅｈｏｌｄ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Ｓｕｒｖｅｙ，ＣＨＦ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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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五次数据（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５年、２０１７年和２０１９年）。这是一项专
注于家庭金融情况的微观调查数据，到２０１７年已经覆盖全国１７２个城市的３５５
个县（区）、４万户家庭、１２万人，并且在抽样上整体偏向发达地区的城市家庭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２０１３），从而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全国性城
市样本。

本研究的关键因变量是城市居民的人均住房面积，由ＣＨＦＳ数据中自购或租
赁住房的实际居住面积除以一起居住的家庭人口数得出。选择该指标主要基于
三点考虑。首先，住房面积、住房产权、建筑质量和住房价格都是度量住房水
平和住房分层的常用指标（如边燕杰、刘勇利，２００５；吴开泽，２０１９；方长春，
２０２０等）。其中，住房价格是本文测量市场因素的重要自变量。余下三个指标
中，住房面积和建筑质量均衡量“实际居住水平”，比住房产权更加回归住房的
居住属性；而住房面积与建筑质量比起来，又更具普遍性，因此成为首选。其
次，如果参照适足住房权的定义，它包含保有的稳定性、住房条件（涵盖住房
面积和建筑质量）和可负担性三个维度中（Ｕ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２０１０），对此，住房面
积也是较好的衡量指标。因为它不仅是住房条件的关键向度，而且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穿透另外两个维度，比如为了减轻住房负担而租赁面积更小的房子。最
后，青年居住安排涉及离巢难、合住比例上升、“租房世代”等一系列现象，最
后也都会在住房面积上有所反映。

住房条件的其他方面，包括设施（是否有独立卫生间、独立厨房）、住房地
段（城区／郊区）等，因为测量年份不全，未能加以控制。但是本文加入了地级
市层面的城市固定效应，以控制城市整体房价和住房水平对住房面积的影响，
从而将解释限定在同一城市的可比范围之内。此外，模型还控制了房屋来源
（自有房屋、租住或免费居住）这一特征。

本研究的关键自变量为“是否为１８—３４岁青年人”这一虚拟变量。从调查
时间看，这些青年出生于１９７７—２００１年间，基本上属于千禧一代，所以自变量
相当于考察千禧一代和之前世代在人均住房面积上的差距。本文还控制了受访
者的户籍状态（城市户籍／农村户籍、本地户籍／外地户籍）。市场因素通过是否
有工作、个人收入、购买时房价、购房年份等四个变量加以衡量。对于租赁住
房的城市居民，其住房成本是租金，因此使用其所在城市的平均租售比来折算
成购房价格。家庭的补偿作用通过家庭非住房资产加以衡量。ＣＨＦＳ问卷按是否
与受访者有经济联系来定义家庭成员的范围：“如果外出读书、外出打工、结婚
后搬出去住……等七类人与家里有经济联系，他们应该包括在家庭成员里。”所
以这里的“家庭非住房资产”是提供福利支持的整个家庭的资产。再分配因素
通过住房类型（商品房、福利和集资房、保障房、规划安置房、自建扩建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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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房）加以衡量。如前所述，后四类住房都具有再分配性质。删去因变量
（人均住房面积）缺失、１８岁以下、农村地区样本之后，本文共保留了来自五
次ＣＨＦＳ的近２０万个样本，其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表１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及定义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人均住房面积（平米） １９８９４６ ３４ ６ ３５ ８ ０ ２ １０００

个人特征
　 青年人 １９８９４６ ０ ２７５ ０ ４４６ ０ １

　 本地户籍 １８５１８３ ０ ８５６ ０ ３５１ ０ １

　 城市户籍 １８０８４４ ０ ５８ ０ ４９４ ０ １

房屋来源
　 家庭成员自有房屋 １９８９４６ ０ ８２３ ０ ３８１ ０ １

　 租赁房屋 １９８９４６ ０ １３６ ０ ３４２ ０ １

　 免费居住 １９８９４６ ０ ０４０７ ０ １９８ ０ １

市场作用
　 是否有工作 １９８９１０ ０ ５４７ ０ ４９８ ０ １

　 个人劳动收入（万元） １９８９４６ １ ６８ ４ ２８ ０ ６３０

　 购买时支付的价格（万元／平米） １５３７０３ ０ ３６１ ３ ３２ ０ ４００

　 房屋购买年份 １６０８８６ ２００１ １０ ９ １９００ ２０１９

　 家庭非住房资产（万元） １９７５５７ ４０ ２ ３５６ ０ ７３３８４

再分配作用：住房类型
　 商品房 １７０１４８ ０ ３９５ ０ ４８９ ０ １

　 保障房 １７０１４８ ０ ０６９６ ０ ２５５ ０ １

　 规划安置房 １７０１４８ ０ １３４ ０ ３４１ ０ １

　 自建扩建和小产权房 １７０１４８ ０ ２１８ ０ ４１３ ０ １

　 福利和集资房 １７０１４８ ０ １８３ ０ ３８６ ０ １

（二）方法
首先，本文针对五轮ＣＨＦＳ数据，通过添加不同变量的ＯＬＳ回归，来描述青

年和非青年在人均住房面积上的差距。该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Ｙｉ ＝ α ＋ βＹｏｕｔｈｉ ＋ γＸｉ ＋  ｉ （１）

式（１）中，因变量Ｙｉ 是人均居住面积，Ｙｏｕｔｈｉ 是代表青年／非青年的虚拟

·５２·

中国城市青年住房：代际差距扩大及影响机制◆



变量。控制变量Ｘｉ包括户籍、房屋来源、地级市层面固定效应等一系列虚拟变
量。系数β描述在控制一定变量后，青年和非青年在人均住房面积上的均值
之差。

虽然ＯＬＳ回归结果能够描述青年／非青年住房差距的变化趋势，但是无法解
释这一差距的来源，因此本文对模型（１）采用了逐步回归方法，以分析市场和
再分配在青年／非青年住房差异及其历史演变中的作用，进而检验假设１和假设
３是否成立。藉由逐步回归方法可以观察加入房价和再分配因素前后青年虚拟变
量估计系数的变化情况：变化的方向反映了新加入模型的因素对于青年／非青年
住房差距的影响方向，变化的幅度反映了该因素对青年／非青年住房差距的解释
力。一个直观的例子是，如果在加入房价因素之前，青年虚拟变量的系数估计
值为０，但是在加入房价因素后这一系数上升为２，那么说明房价因素对青年不
利。温忠麟等（２００４）将这种通过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并观察系数变化的方法称
为系数差异检验法，并讨论了该方法在中介效应分析中的应用及潜在缺陷。

对于假设２，本文在模型（１）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家庭非住房资产及其
与房价的交互项，形成了模型（２）：

Ｙｉ ＝ α ＋ βＹｏｕｔｈｉ ＋ δＡｓｓｅｔｉ ＋ ＰｒｉｃｅｉＡｓｓｅｔｉ ＋ γＸｉ ＋  ｉ （２）
式（２）中，Ａｓｓｅｔｉ是家庭非住房资产（万元），其系数δ体现了假定房价为

０时家庭资产对于住房面积Ｙｉ的补偿作用；ＰｒｉｃｅｉＡｓｓｅｔｉ是房价与家庭非住房资
产的交互项，其系数体现了房价对家庭资产补偿作用的异质性影响。具体而
言，在房价为Ｐｒｉｃｅｉ的情况下，每１单位家庭资产的补偿作用为δ ＋ Ｐｒｉｃｅｉ。如
果δ ＋ Ｐｒｉｃｅｉ ＞ ０，说明家庭背景有显著的补偿作用；如果 ＜ ０，则说明家庭资
产背景的补偿作用随着房价上升而递减，也即假设２成立。

四、研究发现

（一）不断扩大的代际差距
表２显示，青年人均住房面积不但低于非青年，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差

距进一步扩大。在被调查的１０年之内（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非青年人均住房面积
从３３ １５平米上升到４２ ２１平米；同期，青年从３１ ４６平米上升到３６ ２８平米，
不仅起点更低，而且上升速度更慢。这样，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就从１ ６９扩
大到５ ９３，扩大了４ ２平米。这一结果与表３Ａ第１列正好相符。该表汇报了模
型（１）的回归结果，其中第１—５行分别对应五个年份，第１列正是在不添加
任何控制变量情况下的模型结果。青年／非青年人均住房面积比也因此从９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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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到８６％。在控制了户籍、房屋来源及城市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表３Ａ第３
列），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从２ ０３扩大到６ ５３，扩大了４ ５平米。

表２　 青年和非青年人均住房面积及差值（平米）
值 群体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９年

绝对值

青年 ３１ ４６ ３０ ６３ ３２ ９８ ３２ ３２ ３６ ２８

其中：大龄青年 ２９ ２１ ２７ ５２ ３０ ３６ ２９ ７１ ３３ ８

　 　 　 低龄青年 ３３ ３７ ３２ ９１ ３５ ４５ ３４ ７１ ３８ ９１

非青年 ３３ １５ ３１ ４８ ３４ ７ ３４ ９１ ４２ ２１

差值
青年／非青年 － １ ６９ － ０ ８５ － １ ７２ － ２ ５９ － ５ ９３

其中：大龄青年／非青年 － ３ ９４ － ３ ９６ － ４ ３４ － ５ ２ － ８ ４１

　 　 　 低龄青年／非青年 ０ ２２ １ ４３ ０ ７５ － ０ ２ － ３ ３

注：其中差值部分与表３的第１列对应。

代际差距扩大的趋势在大龄青年组（２８—３４岁）更为显著。当非青年的人
均住房面积从３３ １５平米上升到４２ ２１平米时，大龄青年仅仅从２９ ２１平米上
升到３３ ８平米，不仅起点进一步降低，增速也更慢。这样，大龄青年／非青年
代际差距就从３ ９４扩大到８ ４１，扩大了４ ５平米。这正好对应表３Ｂ第１列，
即在不添加任何控制变量情况下的回归结果。由此，大龄青年／非青年人均住房
面积比从８８％下降到了８０％。在控制了户籍、房屋来源及城市固定效应的情况
下（见表３Ｂ第３列），大龄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从２ ９３扩大到９ ０１，扩大了
６平米之多。

与此同时，低龄青年组（１８—２７岁）的住房面积劣势也开始显现。与非青
年相比，２０１１年低龄青年尚余０ ２２平米的面积优势（３３ ３７ ｖｓ ３３ １５），到
２０１７年已经转变为０ ２平米的面积劣势（３４ ７１ ｖｓ ３４ ９１），并且该劣势在
２０１９年迅速扩大到３ ３平米。这样，低龄青年／非青年人均住房面积比就从
１０１％下降到９２％。模型结果显示，低龄青年／非青年之间从不存在显著的面积
差距（２０１１和２０１７年的系数均接近于０，且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到２０１９
年出现３ ３平米的显著劣势（见表３Ｃ第１列）。在控制了户籍、房屋来源、城
市固定效应的情况下（见表３Ｃ第３列），低龄青年／非青年之间从不存在显著的
面积差距，到２０１９年出现３ ５平米的面积劣势。

总之，由于青年（尤其大龄青年）人均住房面积起点低、增长慢，２０１１—
２０１９年间，（大龄）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显著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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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青年／非青年群体住房差异：逐步回归结果
Ａ． 全部青年

数据年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１ － １ ６９ － １ ３６１ － ２ ０３２ － ０ ７９４ － １ １０３ － １ １４７

２０１３ － ０ ８５０ － １ ６４８ － ２ １３６ ０ １８５ － ０ ０６９ － ０ １０１

２０１５ － １ ７１７ － １ ７５４ － ２ ４６５ ０ ５９４ １ １６２ １ １１９

２０１７ － ２ ５８７ － ２ ６４３ － ２ ９８１ － ０ ０４５ － ０ １５６ － ０ ６５３

２０１９ － ５ ９３ － ６ ５７４ － ６ ５２７ － ４ ３７９ － ４ ３５９ － ５ ５４１

Ｂ． 大龄青年
数据年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１ － ３ ９４５ － ３ １５１ － ２ ９３４ － ２ ８０４ － ２ ４２３ － ２ ６１０

２０１３ － ３ ９５６ － ４ ３８７ － ４ １５６ － ３ ３８６ － ３ ２５１ － ３ ５６０

２０１５ － ４ ３４０ － ３ ６８０ － ３ ４６３ － ２ ３１５ － １ ２８０ － １ ３３１

２０１７ － ５ ２０１ － ５ ０３５ － ５ ２２９ － ２ ７７ － ２ ６４３ － ３ ２９５

２０１９ － ８ ４１１ － ９ ２７３ － ９ ００７ － ５ ６５４ － ５ ５５６ － ６ ８４６

Ｃ． 低龄青年
数据年份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２０１１ ０ ２１６ ０ ２１７ － ０ ４３３ １ １６３ １ ０３１ ０ ４９１

２０１３ １ ４２５ ３ １９８ ３ １００ － ４ ９５８ － ４ ４０８ ０ ４４４

２０１５ ０ ７４８ ０ ３３５ ０ ２８６ － ４ ３２２ ２ ０９９ １ ４２５

２０１７ － ０ １９５ － ０ ０７２ － ０ ５０９ ２ ８１５ ２ ６５６ １ ８８７

２０１９ － ３ ２９９ － ３ ４２６ － ３ ５１６ － ２ ４８９ － ２ ４６４ － ３ ４０１

注：回归采用稳健标准误并聚类至城市层次（篇幅原因未呈现）；、和分别表示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的显著性水平。Ａ—Ｃ每个分表格中，第１—５行依次使用了五个年份的数
据库，第１—６列使用了控制不同变量的六个模型，每个单元格报告不同模型和数据库组合下，
模型（１）的青年虚拟变量系数β的估计值和标准误。六个模型分别为：（１）没有控制变量。
（２）增加了本地户籍、城市户籍控制变量。 （３）进一步增加了房屋来源和城市固定效应。
（４）进一步增加了购买时房价和个人收入、是否有工作，以控制市场效应。（５）进一步补充
了购房年份。（６）进一步增加了衡量再分配作用的住房类型虚拟变量。

（二）福利三角的作用

１ ． 市场：高房价的不利影响
模型结果显示，市场因素对青年不利。在模型（１）已有三组控制变量（户

籍身份、房屋来源和城市固定效应）的基础上，继续加入房屋购买时的价格、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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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和青年个人的收入变量，重新计算青年／非青年人均住房面积差异。
２０１１—２０１７年，青年从与非青年之间不存在显著的面积差别（见表３Ａ第４

列，青年虚拟变量的系数接近于０，且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到在市场的作用下
出现２—３平米的面积劣势（见表３Ａ第３列），再到２０１９年，青年面积劣势由
４ ３８扩大到６ ５３，扩大了２ ２平米。换句话说，（由于工作这一变量并不显著）
房价和收入使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扩大了大约２—３平米。

分组回归显示，市场的作用随着大龄青年劣势地位的加深越发显著。在市
场作用下，２０１１年，大龄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从２ ８０扩大到２ ９３ （扩大了
０ １３平米、４ ６％），２０１９年从５ ６５扩大到９ ０１ （扩大了３ ３６平米、５９ ５％）
（比较表３Ｂ第４列和第３列）。而对于低龄青年，市场的不利影响２０１７年开始
显著，到２０１９年已经使低龄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从２ ４９扩大到了３ ５２，扩大
了１平米左右（比较表３Ｃ第４列和第３列）。

购房年份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代际差距。为了说明房价逐年上涨对后买
房的青年造成的整体不利影响，研究进一步控制了当前居住房屋的购买年份
（见表３第５列）。从整体上看，青年整体和低龄青年虚拟变量的系数都没有显
著变化，但是大龄青年的住房面积劣势在一定程度上增强，如２０１７年从２ ６４
扩大到２ ７７平米（比较表３Ｂ的第５列和第４列）。

综上，“房价增速高于收入增速”是导致作为后买房者的青年、特别是大龄
青年与非青年之间代际差距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假设１ “市场作用导致青年
住房劣势加深、代际差距扩大”在大龄青年群体内部成立，在低龄青年群体内
部也开始显著。
２ ． 再分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再分配形式的持续扩大，总体上具有缩小代际差距的作用。在表３第５列的

基础上，本文加入了住房类型固定效应（即与五种住房类型相对应的四个虚拟
变量，用来衡量再分配因素的作用，见表３第６列）。从青年整体来看，再分配
因素的作用２０１９年才正式确立，表现为将青年的住房面积劣势收缩了１ ２平米
（从５ ５４到４ ３６，比较表３Ａ第６列和第５列）。分群组来看，再分配对大龄青
年的作用从一开始就存在，且随着代际差距的扩大有所加大。在再分配作用下，
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９年，大龄青年的面积劣势分别从２ ６１下降到２ ４２、从
３ ３０下降到２ ６４、从６ ８５下降到５ ５６，依次下降了０ ２平米（７ ２％）、０ ６６
平米（１９ ８％）和１ ３平米（１８ ８％） （比较表３Ｂ的第６列和第５列）。对于
低龄青年，再分配的作用２０１７年开始显著，但却是将其面积优势从１ ８８平米扩
大到２ ６６平米。只有到了２０１９年，当低龄青年的面积劣势开始显著时，再分配
才将该劣势从３ ４０收缩到２ ４６，收缩了约１平米。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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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住房再分配类型对于青年／非青年代际差异的影响亦有
不同。由于年龄和时代背景限制，青年在安置房、福利房和集资房中并不占优
势。他们主要从自建、扩建和小产权房这一再分配形式中获益。特别地，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间，青年几乎无法从保障房中获益。而从２０１７年开始，保障房缩
小了青年／非青年的代际差异，到２０１９年，保障房的作用进一步扩大①。从实践
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开工建设了３６００万套保障房，２０１５—２０１７年又进行
了１８００万套棚改，到２０１７年左右，政策效果开始显现。住房再分配（尤其是
保障房）政策效应开始显著地惠及青年群体。对于大龄青年，再分配的抑制作
用随着代际差距的扩大进一步提升；对于面积劣势刚刚开始显现的低龄青年，
可能由于同期房价快速上涨（与棚改的货币化安置有关），再分配的作用很快从
扩张其面积优势转变为收缩其面积劣势。

综上，假设３ “再分配作用的持续扩大将有效改善青年住房条件、缩小代际
差距”在２８—３４岁大龄青年群体内是一直成立的（虽然作用幅度相较市场来说
小很多）；并且随着政策覆盖面的持续扩大，弱势地位刚刚显著的低龄青年群体
也开始从中受益。
３ ． 家庭：重要的补偿作用
表４报告在表３第５列（控制了户籍、房屋来源、城市固定效应，以及房

价、工作、收入及购房时间等市场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家庭非住房资
产及其与房价的交互项之后，即模型（２）的回归结果。其中，房价与家庭非住
房资产交互项的系数，直接体现了在不同房价水平下家庭资产背景对于人均住
房面积的异质性影响。从表４Ａ的全样本来看，家庭非住房资产对于人均住房面
积的影响始终显著为正，说明家庭的确起到了补偿作用，尽管较为微弱。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年间，城市家庭非住房资产的均值仅为４０万元，对应约０ ５平米的
人均住房面积改善。同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这一补偿作用随
着房价上涨而逐渐减弱。以２０１３和２０１７年为例，家庭补偿作用降低为０的
“拐点房价”大约分别出现在５ ５万元／平米和７万元／平米上。从表４Ｂ的大龄
青年样本来看，家庭非住房资产的回归系数基本上都高于全样本，显示家庭更
倾向于使用既有资产支持大龄青年（而非支持非青年）改善住房。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间，大龄青年家庭补偿作用降低为０的“拐点房价”均高于全样本，显示出
家庭对青年住房的支持具有更高“韧性”；并且，拐点房价最后都稳定在７万
元／平米的水平，说明家庭补偿“天花板”效应的出现。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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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家庭的补偿作用及其随房价的变化
１ ２ ３ ４ ５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９年
Ａ． 全样本：所有成年人（青年和非青年）
家庭非住房资产（万元） ０ ０９２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７ ０ ０１５

非住房资产－价格交互项 －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０１

拐点房价（万元／平米） １ ４４ ５ ５ － ７ －

Ｂ． 分样本：大龄青年
家庭非住房资产（万元） ０ ０６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５ ０ ０２０ ０ ０１９

非住房资产－价格交互项 － ０ ０３７ － ０ ０１２ － ０ ００２ － ０ ００３ － ０ ００３

拐点房价（万元／平米） ２ ５ ６ － ７ ７

注：回归采用稳健标准误并聚类至城市层次（篇幅原因未呈现）；、和分别表示
０ ０１、０ ０５和０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回归的因变量为人均住房面积（平米）。其中拐点房价由
第１行家庭非住房资产的系数除以第２行交互项的系数得出。这里只选择了住房劣势更为显著
的大龄青年群体进行汇报。文章删除了人均住房面积在最低０ ５％和最高０ ５％的样本，以降
低异常值的影响。

图１按住房获得年份（２００１—２０１９年）划分，呈现了青年在每个年份购房
时父母提供部分或全部首付款的比例。以最左端为例，在２００１年购买了现居住
房屋、且２００１年属于１８—３４岁样本中的青年，９％的样本由父母支持首付。这
一比例随时间的推移不断上升，到２０１９年已经达到了５３％。说明近２０年来，
越来越多的家庭参与到了对青年住房的补偿之中。

图１　 父母为青年购房提供首付支持的样本比例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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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目前大部分家庭已经参与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青年住房补偿之中，但
是家庭补偿能够发挥的绝对作用较低，且已趋向常量，从而支持了假设２：“家
庭转移支付有助于改善青年住房条件、有效遏制代际差距的扩大，但是会遭遇
‘天花板’效应”。
４ ． 影响因素分解
最后，为了理解各种因素在青年／非青年代际差异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本文

在模型（１）和模型（２）的基础上，对于三种因素进行了重要性分解。重要性
分解的基本原理是，标准化之后的回归系数（因变量和自变量各自标准化后进
行线性回归得到的系数）可以度量各个自变量对回归模型Ｒ２ 的边际贡献。因
此，我们以青年／非青年人均住房面积的均值差异（对应表３第１列）为因变
量，使用表３第６列中的自变量和家庭非住房资产（用以控制家庭的补偿作用）
进行标准化的回归，从而分解各因素对青年／非青年代际差异的贡献。

整体上看，市场因素解释的代际差异约为６０％，其他因素解释的代际差异
约为５０％，再分配和家庭因素各自补偿了约５％的代际差异（见图２）。以２０１１
年为例，在１ ７平米的代际差异中，市场因素能够解释１ ０４平米（６１％），其
他因素解释０ ８１平米（４７ ８％），再分配和家庭因素分别补偿０ ０５６ 平米
（３ ３％）和０ ０９４平米（５ ５％）。到了２０１９年，在５ ９３平米的代际差异中，
市场因素能够解释３ ４６平米（５８ ４％），比例略有下降；其他因素解释３ ０４平
米（５１ ２％），比例略有上升。与此同时，再分配因素的补偿作用扩大到了
０ ３９平米（６ ５％），体现了政策的作用；家庭因素的补偿作用下降到了０ １８
平米（３ １％），体现了“天花板效应”。

图２　 青年／非青年代际差异的因素重要性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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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在全球住房金融化不断推进、世代不平等程度日益加剧的背景下，本文试
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中国城市青年住房状况是否处于劣势？尤其相对
于父辈（非青年）而言，这种代际差距是否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第二，市场、
家庭和再分配各自的作用是有效扩大还是抑制了这种差距？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中国城市青年住房状况”，基于ＣＨＦＳ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显示，青年人均住房面积从一开始就低于非青年，且增长
速度更慢。结果，在所观察的１０年之内，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不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从１ ６９扩大到５ ９３，扩大
了４ ２４平米；大龄青年尤为显著，在控制了户籍、房屋来源、城市固定效应情
况下，大龄青年／非青年代际差距从２ ９３扩大到９ ０１，扩大了６平米之多。与
此同时，低龄青年的住房面积劣势也开始显现。

对于第二个问题，即“市场、家庭和再分配各自的作用”，首先，“房价增
速高于收入增速”是导致后买房者的青年（尤其是大龄青年）住房劣势地位加
深、与非青年之间代际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总体上看，该因素解释了大约
６０％的代际差距，所解释的面积也从１平米上升到了３ ５平米。其次，家庭福
利化发挥了积极作用。大部分家庭参与到了直接或间接的青年住房补偿之中，
支付首付的家庭比例２０年间从９％上升到了５３％。但是，家庭仅补偿了总差距
的约５％，且历时性看有下降趋势，出现了“天花板效应”。最后，再分配作用
的持续扩大，使其解释比例从３ ３％上升到了６ ５％，有效抑制了大龄青年／非
青年之间的代际差距。随着政策覆盖面的持续扩大，住房弱势地位刚刚显著的
低龄青年群体也开始从中受益。综上，由于家庭补偿作用遭遇“天花板”效应，
住房再分配持续扩大但作用有限，无法有效对冲“房价增速高于收入增速”的
市场作用，结果青年（尤其大龄青年）住房劣势持续扩大。

该研究的创新意义有两点。一是通过系统的实证研究，证实了最近１０年
内，青年（尤其是大龄青年） ／非青年代际差距持续扩大；同时，市场、家庭和
再分配制度分别在其中发挥了抑制或者扩大差距的作用。这不仅弥补了现有研
究不足，也为青年住房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实证证据。二是在理论层面，中国住
房福利模式研究以往只关注保障房（尤其是公租房），而本文初步确立了包含市
场、家庭和再分配的福利三角（Ｅｓｐｉｎｇ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１９９０）和青年住房结果之间
的因果关系，为进一步的“住房福利模式—福利三角—青年住房问题”研究打
开了空间。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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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至少可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从依赖性居住这一青年特有的
居住安排角度，对青年住房状况进行深入分析（Ａｒｕｎｄｅｌ ＆ Ｒｏｎａｌｄ，２０１６）。二
是藉由“住房福利模式—福利三角—青年住房问题”框架，进一步构建住房福
利模式与青年住房结果之间的关系。三是对因素分解中５０％的“其他因素”进
行解释。这其中可能包括未能穷尽的家庭支持变量（比如第二套第三套房）的
补偿作用。此外，本文的补充研究发现，大龄青年的住房劣势很大一部分来自
婚姻和生育行为（虽然不及市场作用大）。由于青年的婚育决策是内生的（和住
房条件互为因果），比如只有当住房条件达到一定标准后才决定结婚或者生育，
或是在婚育后搬离父母形成小家庭，导致人均住房面积反而上升。因此，婚育
因素不适合放入本文的逐步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但是，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
进一步探讨包括婚育在内的生命周期（ｌｉｆｅ ｃｙｃｌｅ）在住房中的作用（Ｃｌａｒｋ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４）。四是深入研究不同住房再分配类型的作用。自建、扩建和小产权
房自始至终对青年有利，而且作用很大；相比之下，保障房后期才逐渐对青年
有利。因此，有必要对不同住房再分配类型对于的不同人群作用作进一步的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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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ｏｐｌｅｓｄｉｓｐａｔｃｈ． ｏｒｇ ／ ２０２１ ／ １１ ／ ３０ ／ ｐｒｏｔｅｓｔｓ －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 －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 ｈｏｕｓｉｎｇ － ｓｕｒｇｅ － ｉｎ － ｔｈｅ －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 ． ２０２２
年７月１日访问．

Ｐｉｃｋｖａｎｃｅ，Ｃ． ＆ Ｐｉｃｋｖａｎｃｅ，Ｋ． （１９９５）．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Ｆａｍｉｌｙ Ｈｅｌｐ ｉｎ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４３：１２３ － １４９．

Ｓｏｎｇ，Ｘ． ＆ Ｘｉｅ，Ｙ． （２０１４）． Ｍａｒｋｅｔ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ｅｇｉｍｅｓ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８８ － ２００２．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１ （１８）：２７７ － ２９１．

ＵＮ Ｈａｂｉｔａｔ （２０１０）．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２１． Ｇｅｎｅｖａ：ＯＨＣＨＲ．
Ｗａｎｇ，Ｙ． Ｐ． ＆ Ｍｕｒｒｉｅ，Ａ． （２０１１）．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ｆｆｏｒｄ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１１：３，２３７ － ２５４．
Ｗｉｊｂｕｒｇ，Ｇ． ＆ Ａａｌｂｅｒｓ，Ｍ． （２０１７）． Ｔｈｅ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ｒｍａｎ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３２：７，９６８ － ９８９．

Ｗｕ，Ｆ．，Ｃｈｅｎ，Ｊ．，Ｐａｎ，Ｆ．，Ｇａｌｌｅｎｔ，Ｎ． ＆ Ｚｈａｎｇ，Ｆ． （２０２０）． Ａｓｓ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ａｔｈ ｔｏ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１１０（５）：１４８３ － １４９９．

Ｙｕ，Ｃ． Ｈ．（２０１９）． Ｐｏｌｉｃ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ｔｏ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Ｐｌａｃ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ａｔ，ＩＮ０４ ／ １８ － １９．

Ｙｕ，Ｚ． （２０２１）． Ｈｏｍｅ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Ａｔｔａｉ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Ｃｈｉｌｄｒｅｎ ｉｎ Ｕｒｂａｎ Ｃｈｉｎａ：Ｐａｒｅｎｔａｌ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ａｎｄ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Ｓｔｕｄｉｅｓ，３６（６）：１ － ３３．

Ｚｈｏｕ，Ｊ． ＆ Ｒｏｎａｌｄ，Ｒ． （２０１７）．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Ｒｅｇｉｍｅｓ：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４（３）：２５３ － ７６．

Ｚｈｕ，Ｙ． Ｐ． （２０１２）． Ｙｏｕｔｈ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Ｆｏｒｒｅｓｔ，Ｒ．，＆ Ｙｉｐ，Ｎ． Ｍ． （Ｅｄｓ．）． Ｙｏｕｎｇ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Ｈｏｕｓ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ｐｐ． １５９ － １７６）．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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